

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的关键影响因素
——基于广州高校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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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高校基础研究实力持续提升，强化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基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科技统计年报，利用2018－2020年的广州65所理工农医类高校及其附属医院面板数据，从高层次科研人才、基础研究项目资金、国际合作三大方面，兼顾高校类型、高校规模、高校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投入3个异质性特征，分别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迭代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影响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的关键要素。结果表明，45岁以下、博士学位高层次师资数量及占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额度，参加国际会议人次，与国（境）外合作研究派遣人次对高校基础研究高质量成果产出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由此提出精准实施高层次人才培育和引进，提升高校基础研究核心竞争力；优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模式，助推高校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提升高校基础研究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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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Output of Bas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Guangzhou Universities 
Chen Li
(Guangzhou Research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Guangzhou 51003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strength of basic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rengthen the role of the main force of basic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source of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based on the annual repor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istics of ordin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taking the panel data of 65 universiti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griculture and medicine and their affiliated hospitals in Guangzhou from 2018 to 2020,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ree aspects of high-level scientific research talents, basic research project fund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sidering the three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 type, university scale and per capita R&D expenditure of university, panel regression model and iterativ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model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output of university's basic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high-level teachers under 45 years old with doctorate degree, the amount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cooperative research assignment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output of high-quality basic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Therefore, we should carry out the training and introduction of high-level talents accurately, impro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university basic research; Enhance the funding mode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basic research;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basic research,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influence of university basic research and other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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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新形势下，基础研究在国家科技创新全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基础研究纳入科技工作重要日程，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政策支持，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校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重要结合点，是基础研究的“国家队”，在开展基础研究的创新要素流动、学科交叉融合、体制机制改革、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较其他组织载体具有明显优势，是重大原始创新成果萌发的摇篮。2022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指出，高校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但其仍存在有组织体系化布局不足、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支撑不够等突出问题。由此，深入研究决定或影响高校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因素和机制这一问题，有效引导高校加快基础研究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精准变革，对充分发挥其科教资源优势和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使其成为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以及全面提升高校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支撑能力和助力加快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
当前关于高校基础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高校基础研究投入产出绩效及影响，高校基础研究竞争力评价，高校基础研究管理机制改革探索以及高校基础研究投入与企业或地区创新的关系等方面。在高校基础研究投入产出绩效影响方面，张宝生等[1]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政府科技经费投入、研发规模与高校基础研究科研产出的关系；王慧敏等[2-3]从基础研究经费和人员投入强度以及基础研究资源协同度等视角分析了科技资源投入对高校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范旭等[4]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贴对高校基础研究创新效率的非线性作用机制；陈劲等[5]通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4个原始性创新案例剖析了国内高校原始性创新的机制和影响因素；王芹等[6]从SCIE收录论文视角分析了高校基础研究影响因素。在高校基础研究竞争力评价方面，何斐等[7]构建了基于自然指数的高校基础研究评估模型；崔新敏[8]、钟永恒等[9]、刘彬等[10]、慕佳佳[11]、崔卫芳等[12]运用数据统计分析和典型案例研究等方法对“双一流”高校、师范院校、高校医学学科进行了基础研究竞争力比较分析；田兴国等[13]、鲍锦涛等[14]对高校基础研究管理工作及机制改革进行了探讨；陈容等[15]、张杰等[16]、林卓玲等[17]、冯桂彬等[18]对高校基础研究投入与地区创新、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鉴于广州是中国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及华南地区科教中心，高校基础研究实力雄厚，近5年广州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全市基础研究总经费的广州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全市基础研究总经费的60%1）以上，且中山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入选“2023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一定程度上可见广州高校在我国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显著代表性。为进一步丰富相关实证研究，本文基于广州全市高校科技年报调查面板数据，结合《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提出的推进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有组织攻关重大项目培育计划”、推进高水平国际合作等加强高校有组织基础研究的重点举措，从高层次科研人才、基础研究项目资金、国际合作三大方面，兼顾高校类型、高校规模、高校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投入3个异质性特征，研究识别出高校基础研究高质量成果产出的影响因素和机制以及异质性效应，为进一步精准施策推动高校基础研究实力提升、强化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提供决策依据。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提出
1.1高层次人才对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的影响
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人员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力量。王慧敏等[3]认为科研人员是实现基础研究突破、打赢核心技术攻坚战的重要因素，高层次人才更是开展基础研究工作的“利刃宝器”。创新型人才尤其是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是推进原始创新、加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鉏萍[19]认为高校想要增强基础研究能力，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将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Abramo等[20]通过研究发现高水平科学家的产出对大学间的绩效评价具有较强正相关，高水平科学家可以作为评价大学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陈劲等[5]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研究人员具有海外学习或者工作经历，同时拥有较高的职称荣誉对其从事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田兴国等[13]分析发现广东高校的基础研究队伍初具规模，但基础研究高层次人才缺乏，高层次人才队伍缺乏已成为制约广东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鲍锦涛等[14]通过文献研究指出具备开创精神和创新活力的中青年科学家更有可能做出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成果。Bjørk[21]对178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和经济学奖得主进行分析发现，他们做出所获诺奖的研究成果的年龄平均为44岁，其中物理学更年轻（42岁）。田人合等[22]的研究发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杰青项目”）对39～42岁科学家的科技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最大。Simonton[23]研究发现创造性的产出通常与职业年龄呈倒“U”型关系，峰值年龄为40岁。白春礼[24]研究发现科研人员的科学研究活跃期持续至35岁，36岁到40岁取得突出研究成果，41岁到45岁成为科研中坚力量。姜国钧等[25]研究发现科学创造的最佳年龄区在25岁到45岁之间，平均创造峰值年龄为40岁。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1：博士学位教授、副教授和高级职称师资数量占比对高校基础研究实力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H1.2：45岁以下教授、副教授和高级职称师资数量对高校基础研究实力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对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的影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重要渠道之一。Nelson[26]提出科学知识应由政府提供，或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生产，政府应该对高校的基础研究进行各方面的支持。钟永恒等[9]提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直对我国的基础研究保持长期稳定支持和超前部署，培育 了诸多影响世界的科研成果。刘彬等[10]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相关项目经费投入及论文产出状况进行了多角度分析，研究得出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相关项目发文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高阵雨等[27]通过多角度分析2013－2020年高等学校申请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情况，认为高等学校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超级计算机等多个领域取得的突出研究成果均离不开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资助。崔新敏[8]通过对高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青年项目情况以及发表SCI论文数量综合分析发现，高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能力和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相辅相成、息息相关。慕佳佳[11]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视角实证研究发现，国家基金的资助与中部六省高校医学学科基础研究成果的取得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基金投入与基金资助论文产出能力的相关性最高。崔卫芳等[12]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分析发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该校近5年发表的SCI论文数量与质量均在不断提升。Wang等[28]对10个国家的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超过89%的中国论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金额对高校基础研究实力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1.3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对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独立的创新中心或独享创新成果。我国要坚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扩大基础研究等国际交流合作，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国际化是当代基础研究的显著特征之一[29]。近年来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力度持续增强，刘娅[30-31]通过文献计量研究发现，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科研主体主要集中在高校和专业科研院所，而在韩国，一流高校是该国基础研究领域国际科技合作的最关键力量，发挥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31]。张艺[32]研究发现全球四大湾区高校群在基础研究上都倾向与发达国家进行合作。已有研究表明国际合作有效提高了基础研究产出能力及影响力[33]；而李铭禄等[34]研究表明国际合作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进步。崔新敏[8]通过研究证明高校发表的SCI论文中，国际合作类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明显高于总篇均被引次数。黄栩等[35]通过分析2012－202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资助的高被引论文数据发现，国际合作提升了我国追赶型和依附型学科的基础研究能力。程旖婕等[36]基于“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案例分析的视角证实了国际科技合作推动了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具体对学科前沿、弱势学科和传统优势学科均存在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樊春良[37]结合2009年NSFC资助的6个组织间合作项目，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总结了国际合作研究对开展基础研究带来的直接效益、过程效益和溢出效益。综上所述，高校开展国际合作有助于基础研究实力的提升。基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科技统计年报调查情况，高校国际合作交流主要形式有开展合作研究（包括与国（境）外机构联合研究派遣人次、资金拨付等），以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1：国际会议出席人次对高校基础研究实力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H3.2：国（境）外合作研究派遣人次对高校基础研究实力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H3.3：与国（境）外机构科研资金往来对高校基础研究提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2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设定
针对上文提出的假设，为分析影响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的关键因素，构建以下面板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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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表示高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由于基础研究的科研产出主要是科技论文及著作，兼顾论文质量，以高校发表在SCI、EI、CPCIS世界三大重要检索系统的论文数量来衡量；表示各解释变量，分别为高校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总量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占比、45岁以下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数量2）、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资助总额、参加国际会议人次、与境外合作研究派遣人次、与境外机构科研资金往来总额；表示控制变量，分别为高校办学层次、从业人员规模、从业人员人均R&D经费支出； 为回归系数；为个体效应；为随机误差项；为高校数量；为数据年份。
2.2 数据来源
相关数据来源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科技统计年报。作为国家法定年报调查数据，该数据样本全面、指标信息丰富，可信度较高。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省会城市，汇集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知名高等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也是我国南方高校最密集的城市，华南地区的科教中心，在我国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中占有重要地位。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若干意见》，2019年年初，广州印发《广州市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实施方案》，可见国家和地方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基础研究，以大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通过对近几年数据初步分析发现，与其他年份相比，2018－2020年间广州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总额同比增速显著较高，分别同比增长7.50%、24.15%、14.56%，一定程度上表明这3年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采取相关举措力度较大。由此，本文参照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科技统计年报，选取2018－2020年广州65所理工农医类高校及其附属医院作为实证研究样本，3年共计195个样本。
2.3 变量说明与测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的类型属于连续变量，且6个核心解释变量均为连续变量；同时，本文对高校办学层次、人员和经费规模等可能影响到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的异质性因素进行了控制。
各变量的具体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定义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变量取值情况

	被解释变量
	Y：高校发表的SCI、EI、CPCIS论文数量
	高校当年发表的SCI、EI、CPCIS世界三大重要检索系统论文数量
	连续变量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X1：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总量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占比
	高校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教授及高级职称师资数量除以高校副教授、教授及副高级、高级职称师资总量
	连续自变量

	
	X2：45岁以下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数量
	高校拥有的45岁以下副教授、教授及副高级、高级职称师资总量
	连续自变量

	
	X3：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资助总额
	高校当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资助总额
	连续自变量

	
	X4：参加国际会议人次
	高校当年派人参加国际会议出席人次
	连续自变量

	
	X5：与国（境）外合作研究派遣人次
	高校当年因与国（境）外合作研究派遣人次
	连续自变量

	
	X6：与国（境）外机构科研资金往来综合得分
	包括高校当年划转给国（境）外机构资金（X6.1）和高校当年获得的国外科研资金（X6.2）两个指标通过因子得分计算而得
	连续自变量

	控
制
变
量
	X7：高校办学层次
	公办本科、公办专科、公办高校附属医院、民办本科、民办专科
	0=公办高校附属医院；
1=公办本科；
2=公办专科；
3=民办本科；
4=民办专科

	
	X8：高校从业人员
	高校当年全部从业人员数量
	连续变量

	
	X9：高校人均R&D经费支出总额
	高校当年R&D经费支出总额除以从业人员
	连续变量


2.4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对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绘制分组箱图发现，除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总量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占比这一解释变量外，其他5个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存在较多离群值和极端值，因此本文在模型分析中对这些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以减弱离群值的影响；同时，为简化变量，将高校当年划转给境外机构资金和高校当年获得的境外科研资金两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计算综合得分合并生成变量X6后进入模型分析。
表2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Y
	195
	496.280
	1 248.927
	0
	7 325.000

	X1
	195
	7.686%
	6.099%
	0
	22.657%

	X2
	195
	129.670
	259.328
	1.000
	2 022.000

	X3
	195
	2 958.274
	8 606.985
	0
	63 609.400

	X4
	195
	146.290
	360.838
	0
	2 934.000

	X5
	195
	11.320
	34.660
	0
	339.000

	X6
	195
	
	
	
	

	X6.1
	195
	13.185
	71.383
	0
	500.000

	X6.2
	195
	20.940
	141.143
	0
	1 665.800

	X7
	195
	1.630
	1.238
	0
	4.000

	X8
	195
	803.280
	869.144
	83.000
	4 465.000

	X9
	195
	10.256
	17.182
	0.050
	82.593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关联性分析
各变量的关联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得出，运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发现，核心自变量指标与被解释变量呈现显著性相关。为进一步检验各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各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3 变量的关联性分析结果
	变量
	X1
	ln X2
	ln X3
	ln X4
	ln X5
	 ln X6
	X7
	X8
	X9
	ln Y

	X1
	1.000
	
	
	
	
	
	
	
	
	

	ln X2
	0.750**
	1.000
	
	
	
	
	
	
	
	

	ln X3
	0.816**
	0.818**
	1.000
	
	
	
	
	
	
	

	ln X4
	0.780**
	0.703**
	0.744**
	1.000
	
	
	
	
	
	

	ln X5
	0.742**
	0.736**
	0.770**
	0.735**
	1.000
	
	
	
	
	

	ln X6
	0.304**
	0.410**
	0.311**
	0.245**
	0.366**
	1.000
	
	
	
	

	X7
	−0.230**
	−0.359**
	−0.509**
	−0.237**
	−0.321**
	−0.100
	1.000
	
	
	

	X8
	0.663**
	0.830**
	0.758**
	0.624**
	0.794**
	0.619**
	−0.374**
	1.000
	
	

	X9
	0.850**
	0.720**
	0.793**
	0.760**
	0.688**
	0.303**
	−0.080
	0.607**
	1.000
	

	ln Y
	0.867**
	0.864**
	0.915**
	0.802**
	0.788**
	0.348**
	−0.363**
	0.779**
	0.826**
	1.000


注：**、*分别代表在5%和10%水平上显著。下同。

3.2假设检验 
在回归之前，各变量均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面板数据具有平稳性。本文运用 Stata 15.1软件采用迭代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其中，在基准回归模型中（ln Y1-1），在P=0.01的显著度水平下，高校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总量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占比、45岁以下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数量、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资助总额、参加国际会议人次4个变量对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控制了年份这一变量后（ln Y1-3），回归结果中各变量的显著情况与模型ln Y1-1的回归结果一致；而加入了高校办学层次以及高校人员和经费规模3个异质性控制变量后，以上4个变量仍然显著，且与国（境）外合作研究派遣人次这一变量由先前的不显著变为显著；同时，高校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总量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占比、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资助总额、参加国际会议人次3个变量的影响系数明显变小，但是45岁以下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数量、与国（境）外合作研究派遣人两个变量的影响系数明显变大。
在模型ln Y1-3中，控制时间及3个异质性变量后，在高层次人才对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的影响方面，高校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总量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占比每增加1%，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提高0.045，H1.1得到验证；45岁以下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数量每增加1个单位，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提高0.623，H1.2得到验证。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对高校基础研究实力影响方面，高校当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资助总额每增加1个单位，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提高0.174，H2得到验证。在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对高校基础研究实力影响方面，高校参加国际会议人次每增加1个单位，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提高0.088，H3.1得到验证与国（境）外合作研究派遣的人次每增加1个单位，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提高0.139，H3.2得到验证；与国（境）外机构科研资金往来对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无显著影响，H3.3被否证。综合来看，45岁以下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数量这一变量对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的影响系数显著高于其他变量；其次为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资助总额、与境外合作研究派遣人次两个变量。
表4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
	ln Y1-1
	ln Y1-2
	ln Y1-3

	
	基准回归模型
	增加年份控制
	增加3个异质性控制变量

	X1
	0.092***
	0.082***
	0.045**

	ln X2
	0.466***
	0.436***
	0.623***

	ln X3
	0.208***
	0.209***
	0.174***

	ln X4
	0.129***
	0.147***
	0.088**

	ln X5
	0.047
	0.088
	0.139**

	ln X6
	0.062
	0.063
	−0.033

	X7
	
	
	

	公办本科
	
	
	0.241

	公办专科
	
	
	−0.604**

	民办本科
	
	
	0.417

	民办专科
	
	
	−0.358

	X8
	
	
	−0.001

	X9
	
	
	0.010*

	Year
	
	
	

	   2019
	
	−0.025
	−0.028

	   2020
	
	0.263*
	0.248*

	_cons
	−0.281
	−0.258
	−0.340

	N/个
	195
	195
	195


注：1）***代表在1%水平上显著。下同.
3.3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剔除公办和民办的专科类高校来改变研究样本群体，在构建新的研究样本后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上述迭代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可见，大部分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及显著性基本一致，说明回归结果可靠。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ln Y1-1
	ln Y1-2
	ln Y1-3

	
	基准回归模型
	增加年份控制
	增加3个异质性控制变量

	X1
	0.099***
	0.096***
	0.055**

	ln X2
	0.450***
	0.439***
	0.436***

	ln X3
	0.180***
	0.180***
	0.312***

	ln X4
	0.059
	0.067*
	0.062*

	ln X5
	0.074
	0.093*
	0.082

	ln X6
	0.059
	0.056
	−0.001

	X7
	
	
	

	公办本科
	
	
	0.309**

	民办本科
	
	
	1.211***

	X8
	
	
	−0.001

	X9
	
	
	0.006

	Year
	
	
	

	   2019
	
	−0.080
	−0.077

	   2020
	
	0.086
	0.113

	_cons
	0.284
	0.318
	[bookmark: _GoBack]−0.638

	N/个
	117
	117
	117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围绕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的影响因素这一主题，在对已有文献总结分析基础上，提出并实证分析论证了年龄和学历限制条件下的高层次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以及通过参加国际会议、与国（境）外合作研究派遣人员、与国（境）外机构科研资金往来等形式开展的国（境）外机构科研合作几个因素对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的作用机制，具体结论及建议如下：
4.1 精准实施高层次人才培育和引进，提升高校基础研究核心竞争力
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研究结果显示，45岁以下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数量及高校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总量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占比对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产出均有稳健的正向促进作用。2018－2020年，样本高校中45岁以下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数量占比分别为10.62%、10.83%、10.87%，呈现逐年略微上升趋势，而高校副教授和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师资总量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占比分别为13.24%、13.81%、14.30%，亦呈现逐年略微上升趋势，但总的来看，高校拥有的年轻化和高学历的高层次人才比重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由此建议，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引方式上，要抓住关键少数，突出高校青年科技人才的作用，通过深度调研了解青年科技人才的科研需求及痛点难点，精准施策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同时要积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不断壮大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和一流创新团队。在培引模式上，要持续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将以往“支持项目为主”的方式转变为“支持人为主”的方式，加大对高校高水平学者的长周期稳定支持的同时，构建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体系和平台，打造接续性、系统性的基础研究人才梯队。在基础研究考核评价方面，持续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氛围。
4.2优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模式，助推高校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国家资助高水平基础、应用基础研究，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和学科发展的重要项目来源，近年为我国高校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了稳定且不断增长的经费支持。当前，由于基础科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优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政策、布局及管理模式变得非常必要[38]，应充分借鉴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尝试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资助群体、长期接续性稳定支持、重点资助的学科方向等方面予以改革和突破。在资助群体方面，基于本文得出的青年科技人才与基础研究成果产出呈显著正相关且影响系数大的结论，建议将加大对青年人才的支持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改革的重要关注点，进一步结合青年科技人才科研需求，完善并细化资助方式，探索青年人才资助端口前置、放宽女性申请杰青项目的年龄限制以及对优秀人才超10年以上的延续资助，持续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资助力度。在重点资助的学科和技术领域方面，瞄准当前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需求导向，强化对数学和物理、生命科学等重点基础性学科，新兴学科、冷门学科以及我国当前的薄弱学科支持，凝练基础研究关键科学问题，强化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模式上，鼓励社会力量设立或与政府部门联合设立科学基金，鼓励社会捐赠等多元化资金投入，提升基金资助的效能，建立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资助机制；同时，完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验收机制，提高青年评审专家比例；此外，在项目评审中除衡量项目的论文发表数量、引用次数等产出指标外，应更加注重项目在探索新科学上的颠覆性研究，促使更多科学研究取得实质性突破；实施差异化分类管理和国际国内同行评议，组织开展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协同攻关，鼓励自由探索式研究和非共识创新研究。
4.3加强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提升高校基础研究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当前，高校通过参加国际会议、派遣科研人员到国（境）外机构开展合作研究以及基于合作项目与境外机构进行科研资金往来等方式开展国（境）外科研合作。2018－2020年，样本高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2.85万人次，因国（境）外合作研究派遣2 207人次，划转给境外机构资金2 571万元，从国外获得科研资金4 083.3万元，总体看来，高校国际合作研究有一定基础；而本文结果显示，高校参加国际会议、派遣科研人员到国（境）外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对高校基础研究成果有正向促进作用。由此建议，强化高校应国际化意识，通过主办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通过积极在学术会议上交流论文、报告等方式，加强基础研究领域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增强学术国际传播及交流。通过派遣科研人员到国（境）外机构开展合作研究方式，与世界顶尖高校等开展实质性国际科研合作，鼓励高校研究人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自由流动。围绕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生物安全、外层空间利用等全球问题，积极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以及通过联合申请国际科研基金，建立联合实验室、跨学科研究中心、国别研究中心等方式，构筑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平台，拓展和深化与境外机构联合开展重大科研，融入和构建学术跨国型共同体。
注释：
1） 如无特别说明，相关数据均是笔者根据2018－2020年广州市高校科技统计年报汇总分析而得。
2） 本文参照《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科技统计年报调查》，将高校的科技人力资源分为教师技术职务系列人员和其他技术职务系列人员两类职称系列，分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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